
李翱、皇甫湜文论特色之探讨
- 對前人評價之商榷

安贊淳*

1)

一、序言

李翶(772-841)、皇甫湜(777-835)二人虽然没有很成功地繼承和发展韩愈

在古文运动上的成就, 但二人在韩门弟子中, 一直被公认为是其古文成就较大

者1)。李、皇甫二人因同出於韩门而受到韩文及文论的影响, 因此二人文论自然

有一些类似之处, 但又因二人本身对‘文’的见解以及从韩文文论中所吸收的成份

不同, 故也形成了不少不同之处。 

关於二人古文的作风與文论的差異, 前人已论述的也有不少, 主要者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湜與李翱同出韩愈, 翱得愈之醇, 而湜得愈之奇

崛”2)；《文史通义》则说：“翱得其正, 湜得其奇”3)；而郭绍虞则说4)：“韩门二

　* 韓國永進專門大學 觀光外國語通譯專攻 助敎授。

1) 見罗联添《韩愈研究》页248,说：“案从韩愈学文的弟子相當众多,新唐书仅列举李翶、李

汉、皇甫三人,乃认为这三人是韩门弟子中,写作古文比较有成就的。”

2) 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50。

3) 见《文史通义》华世版 页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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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弟子李翱與皇甫湜, 分别繼承了韩愈的衣钵。皇甫湜论文與创作, 偏向於语言

的矜奇；而李翱论文, 强调文以明道與语言平易这一方面”。5)

本文则将通过对李、皇甫二人文论的阐释, 观察他们二人文论的主要特色

以及二人文论之间有何異同等问题。

二、二人主要文论之特色

1、李翱之文论

我们可以把李翱的主要文论分为以下两點来讨论: 1.文道观; 2.创意造言, 

皆不相师。而這裏如此分爲两點來討論, 只是为了本文叙述上的方便而已。

1) 文道观

对於文、道的轻重观點本是古文家一向非常重视的问题。韩、柳的文论阐

述这一层问题的也很多, 但到了韩、柳以後的李翱、皇甫湜等人已不如他們那麽

重视‘道’了, 偶尔言及的’道’也多已不復是韩、柳所谓的‘道’了。因此, 郭绍虞所

谓“李翱论文强调文以明道”6), 笔者看这只是就與皇甫湜等當時文人之比较而言

的。所以筆者看來, 虽然他的確在文论中说到‘明’‘道’, 但是也说不上‘强调’。以

下 将通过有关的文论看他‘文道’观的实际情況。

他在<答皇甫湜书>一文中说：

a．辱书,览所寄文章, 词高理直, 欢悦無量, 有足发予者。自别足下来,僕口

4) 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页476。

5) 以上本文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史通义》以及郭绍虞的評語基礎上展開, 只是因爲

此三家在對皇甫湜和李翱的批评方面最具代表性, 故引以爲筆者討論之資及起點。

6) 见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页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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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众亦未信,祗足以招谤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

也。……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馀暇，而词句足以稱赞明盛，纪一

代功臣贤士行迹，灼然可传於後代，自以为能不灭者，不敢为让。故欲笔

削国史，成不刊之书，用仲尼褒贬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为本。群黨之

所谓为是者，僕未必以为是；群黨之所谓非者，僕未必以为非。使僕书成

而传,则富贵而功德不著者,未必声名於後,贫贱而道德全者,未必不赫於無

穷。韩退之所谓“诛奸谀於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是翱心也。僕文采虽不足以

希左邱明、司马子长,足下视僕叙高愍女、杨烈妇,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

下耶？……僕所为,虽無益於人,比之博弈,猶为勝也。足下以为何如哉？古

之贤圣，當仁不让於师，仲尼则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予

欲無言。天何言哉？”孟子则曰：“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

予不遇乎？”司马迁则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圣人君子。”仆

之不让，亦非大过也。幸无怪。某再拜。 7)

郭绍虞说李翱论文强调‘明道’可能是就此“於道無明, 故不言也。”而言, 但我

们看引文中的“僕口不曾言文, 非不好也, 言無所益, 众亦未信, 祗足以招谤忤物, 

於道無明, 故不言也。”就可以知道“於道無明”只不过是他所以“不曾言文”’的幾

個理由之一而已。 再看他对皇甫湜之文的评语“词高理直”以及在此<答皇甫湜

书>末尾所矜誇的“僕文采虽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马子长, 足下视僕叙高愍女, 杨

烈妇, 岂尽出班孟坚、蔡伯喈之下耶”8), 卽從他擧左丘明、司马子长、班孟坚、

蔡伯喈等與儒家一向推崇的古聖賢無大相干的文人相比可知, 他论文的着重點顯

然在‘文’, 自我矜誇的也是‘文’, 如此, 对‘道’的重視則相對地显得淡薄許多了。

在<答朱载言书>一文中说：

b．吾所以不协於时而学古文者,悦古人之行也,爱古人之道也,故学其言,不可

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禮。古之人,相

接有等,轻重有仪,列於经传,皆可详引。如师之於门人则名之,於朋友则字而

不名,稱之於师则虽朋友亦名之。9)

7) 见《李文公集》卷6, 页4。

8) 见《李文公集》卷6, 页4。

9) 见《李文公集》卷6, 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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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這引文b中表现了他对‘文’、‘行’、‘道’、‘禮’的並重态度, 这看起来好

像和郭紹虞所說一樣在主张文行一致、文道一致的重要性, 卽似乎與韩愈的〈答

李翊书〉所謂“君子则不然, 处心有道, 行己有方, 用则施诸人, 舍则传诸其徒, 垂

诸文而为後世法”10)相差不多。11)不过, 筆者認爲, 作者实际字面上要着重讲的

不是‘文’與‘道’的问题, 而说的似乎是文章所写的内容要符合古人之‘道’, 但若與

韩愈〈答李翊书〉所言的‘道’比较, 显然可见其範圍比韩愈所说的狭窄许多, 其

内容也变得很琐碎。卽就李翱而言, 虽因“爱古人之道”而“学文”, 但重點在於所

写的文章不违背‘道’；而韩愈所言则文章是‘道’的體现, 所以與李翱以‘文’去符合

‘道’者不同。由此而言, 李翱在引文b中所谓的‘道’在古文中的分量已没有韩愈那

麽重要了。另外, 我們配合他別的文章看, 他所谓‘古人’也與韩愈所指不同, 已不

在主要指屬於儒家的古聖賢人了。這一點将有機會在後面補述。

此外, 虽然不是专篇文论, 但李翶在〈祭吏部韩侍郎文〉中论述韩文的时候

也透露了些对古文的见解：

c．呜呼！孔氏云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壞於成。戎风混华,異学魁横,兄

尝辩之,孔道益明。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氣萎體败, 剽剥不让 ,俪花鬪葉,颠倒

相上。及兄之为,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开合怪骇,驱涛涌雲；包刘

越赢,並武同殷。六经之學,绝而復新。学者有归,大变於文。12)

在引文c中, “呜呼……孔道益明”就對韩愈维护“孔道”並加以发扬的成就而予

以推许；其馀则均就韩愈古文的成就而言。這文中他把韩文側重於‘道’方面的“思

动鬼神……得其本根”、“六经之學, 绝而復新”與偏重於‘文’方面的“开合怪骇, 驱

涛涌雲”相提並论, 並给予同样高的赞许。“学者有归, 大变於文”则更是指韩愈古

文在文體方面建立一種新的规範而言。从以上引文c的分析看, 李翱对待‘文’、‘道’

的態度上似乎還是‘文’重於‘道’, 充其量也是‘文道’並重, 而不像是重‘道’於‘文’。13)

10) 见《韩昌黎文集校注》页98。

11) 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页476, 说:“作者又着重指出了文行一致、文道一致的重

要性, 这跟韩愈〈答李翊书〉所论,基本上也是也是相同的。”

12) 见《李文公集》卷16, 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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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李翱文论中的‘文道’观之外, 虽李翱在文中没有以‘文’、‘道’为名, 

但实际上论述這一问题的还有以下两则：

我们看他在〈寄从弟正辞书〉中说道：

d．汝勿信人號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

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夫性於

仁义者,未见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於仁义也。由仁义而後

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义者,习也。猶诚明之必相依尔。……仁义與文章,

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为哉？14)

引文d中所谓的“仁义”無疑即是“古人之道”的代稱, “仁义之辞”则指在體现

“古人之道”的文章而言。他认为文章应是“仁义之辞”, 並提出了两種能做到“仁

义之辞”的途径—即由“性”的與由“习”的。而又说這“性”、“习”两者“必相依”, 则

表现了他对‘文’與’道’的並重态度。至於“夫性於……吾未见其不力於仁义也。”

则是孔子所谓“有德者必有言”的繼承和发展15)。而他接着又说：“仁义與文章生

乎内者也……吾能求而充之者也”。 我们看其“仁义……。内者也”’则似乎重在

‘道’而言, 但他的侧重點还是在於“吾能求而充之”, 如此则又较近於“由文而後仁

义者”的“习”—即屬於被宋代道学家讥为‘倒学’的了。他就如此要“由文而後仁

义”, 但因在实际作文又無法实践其理论, 终究離不开’艺’, 故被裴度(765-839)批

评为“观弟近日制作, 大旨常以时世之文, 多偶对俪句……为文之病甚矣, 故以雄

13)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页143, 謂:“李翱是韩门弟子。韩愈死後，李翱和皇甫湜都有哀悼

纪念的文章，而二人对于韩愈的评價，却各有不同的着眼之點。李翱《祭吏部韩侍郎文》

云：“呜呼！孔子云远，杨朱恣行，孟轲距之，乃壞於成。戎风混华，異学魁横，兄尝辩

之，孔道益明。”这是重在道的方面讲的。就是讲到“文”的方面，也稱“及兄之为，思动鬼

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六经之学，绝而复新”。（《李文公集》十六）也是比较重

在道的方面。……由于李翱与皇甫湜对于韩愈的认识不一样，所以二人之作风和成就也不相

一致。李翱作风平易，论文重道；皇甫湜作风奇特，论文也尚奇。”可見,他還是認爲李翶是

重‘道’於‘文’的。不過由筆者看“思动鬼神，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後面的“开合怪骇,驱涛涌雲”

部分乃是偏重於‘文’的正面形容, 但郭先生不巧略而未引。

14) 见《李文公集》卷8, 页11。

15) 參見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页145。



66 韓中言語文化硏究 第29輯
ㆍ

词远志, 一以矫之。则是以文字为意也。”16), 我们看了李翱的引文d之後17), 可

知裴度是看穿了李翱论文虽看似極重视’道’, 但终究还是“以文字为意”这一點。

我们再看另一则<杂说上>说：

e.日月星辰经乎天,天之文也……志氣言语发乎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

言语不能根教化,是人文纰谬也……人文纰缪,無久立乎天地之间,故文不可

以不慎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之文也；近乎

中者,贤人之文也；背而走者。盖庸人之文也18)。

我们从引文e看, 李翱所要求的文是：其“志氣”要“能塞天地”；其“言语”要

“能根教化”者。在此他虽没有标出‘道’字, 但还是侧重在‘道’而言是可想而知的。

至於“居乎中”、“倚乎中” 、“近乎中”的“中”指的也应该是“志氣能塞天地” 、

“言语能根教化”者。而他对此“中”的要求與韩愈只容许”居乎中”19)者比较起来, 

可见已宽缓许多了。

2) 创意造言,皆不相师

這‘创意造言, 皆不相师’是李翱在他文论的代表作〈答朱载言书〉中所提出

的对六经之文的一種解释和看法, 也是對韩愈<答刘正夫书>中所谓“师其意, 不

师其辞”20)的修正和发展。不过因为他把重點放在“文词之工”, 所以不管他论“创

意”或论“造言”都未免偏在“文词”方面, 由此又可显见他对‘文’的重视态度。看他

在這方面的论述：

16) 见《全唐文》卷538 此引自《中国文学批评资料案编》(2）页168, 韓愈 <寄李翱书>中引裴

度語。

17) 见<寄李翶书>提到<與弟正辞书>一文。

18) 见《李文公集》 卷5 页6。

19) 筆者认为韩愈<答李翊书>“处心有道,行已有方……垂诸文而为後世法。”；<答尉迟生书>“夫

所谓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等都有此意。

20) 见《韩昌黎文集校注》 页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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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矣。浩乎若江海,

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

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

未尝有《易》也……其读屈原、莊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21)

前面已说过引文f中的“创意造言, 皆不相师”是對韩愈“师其意, 不师其辞”的

修正和发展, 不但在其从“师”到“创”上有很大的修正和发展, 而且二人所谓的‘意’

的含意也不相同。韩愈因以儒家道统的传人自许, 故他所谓的‘意’即‘古聖贤人’之

‘意’22), 是接近儒家古聖贤之‘道’的意思, 而李翱则有所不同, 在他所举的“义深”

者中, 竟以屈原、莊周與六经相提並论, 可见他是不甚在乎儒者之‘道’的醇正與

不醇正的。接着論“创意之大归”, 说道：

g．故义深则意远,义远则理辩,理辩则氣直,氣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如山有

恒、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百品之杂焉,其

同者饱於腹也,其味咸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学而知者也,此创意之大归

也。23)

其义深→意远→理辩→氣直→辞盛→文工之间的關係, 可知“义深”、“意远”

都似乎在以“辞盛”、“文工”为目的而为之服务的, 當然, 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 “义

深”、“意远”乃爲“辭盛”、“文工”的必需前提。所以, 不管我們怎麽, 說 他顯然在

“有意爲文”則不可否認。當然, 他做爲文人而“有意爲文”本應無可厚非, 不過, 他

所標榜的“义深、, 理當”的典範不局限於儒家古聖賢, 所以他所谓“创意之大归”之

“意”则不甚在乎那是否儒家古聖贤之‘意’了。他再接着论“造言之大归”, 说道：

h．《六经》之後,百家之言兴,老聃……孟轲、司马迁、相如、刘向、扬雄,

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當,词不工者不成文,宜

不能传也。文、理、义三者兼並,乃能独立於一时,而不泯灭於後代,能必传

21) 见《李文公集》卷6, 页4。

22) 見<答刘正夫书>说：“或問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古聖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

23) 见《李文公集》卷6, 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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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远。”韩退之曰：“陈言之务去。”……

则左思言之矣。吾復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归也。24)

看引文h, 他举六经之後的二十二家, 並稱他们为“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 同

时把他們的文字看做是“义深”、“理當”、“词工”之文的典範。而這二十二人裏仍

還包括道家、纵横家、兵家、墨家、辞赋家等, 由此可再证实他所谓的“意” 並

非以儒者的为限, 可知也正因此才能有可“创”的馀地的。他又从“义虽深, 理虽

當, 词不工者不成文”充分透露了“词工”—即对‘文’的重视态度。从以上所分析的

與所谓“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25)配合观察, 则可知他所谓的“吾所以不协於时而

学古人者, 悦古人之行也, 悦古人之行者, 爱古人之道也。”26)中的“古人”及“古

人之道”也不一定是属於儒家的古聖贤人及其道了。

以上看过了李翱较具特色及代表性的文论, 可以知道他文论的侧重點多在

於‘文’, 虽因为他身为古文家, 所以在文论中常提及‘道’或类似於‘道’的字眼, 但多

已不局限在儒家, 且在论文时很少发挥如‘道’、‘义’、‘意’、‘理’等的阐释等方面的

问题了。

此外, 郭绍虞所谓“李翱论文强调语言的平易”的问题, 笔者搜遍李翱的主要

文论, 也实在找不到这一方面的论文主张。笔者想这可能是因为李翱古文作风確

有此特色, 所以郭绍虞‘想當然’式地误以为他的文论亦该如此所造成之误。

从以上所討論可見, 一般以为李翱的文论强调文以明道、语言之平易方面

等說法, 都有可商榷之馀地。

2、皇甫湜之文论

皇甫湜的文论特色可以归纳为：1)尚‘文’, 2)尚‘奇’两點。而尚‘奇’也就是在

尚‘文’範圍里的一種特色。

24) 见《李文公集》卷6, 页4。

25) 见《李文公集》卷6, 页4。

26) 见《李文公集》卷6, 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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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尚‘文’

韩愈的古文理论, 虽然因为主张文辞的创新, 所以有“唯陈言之务去”27)、

“怪怪奇奇”28)等偏向於‘文’方面的理论主张, 但总得说来韩愈的古文理论及他的

为文实践均在兼顾‘文’、‘道’两方面, 而又以文章载道为其理论中心。’29)但到了

皇甫湜的文论, 我们可以发现已经显然偏在‘文’。

皇甫湜的文论, 可以〈谕业〉與〈答李生书〉第一、二、三等四篇文章为

代表。

他的〈谕业〉篇先叙述他所认为的作文章的要略开始, 然後再评论唐朝十

家的文章。而〈谕业〉30)整篇共提了四個‘道’字, 我们在此先举出来看以後, 再

进行分析：

a. 夫欲利其获,不若優其为獲之方；若欲显其能,不若营其为显之‘道。’

b.驰其华不若驰其实。彼则趑趄於卿士之门，我则婆娑於聖贤之域; 彼则巾

车於名利之肆,我则冠屦於文史之囿。‘道’寝而後进,业成而後索。以其劳於

彼,曷若勤於此。

c.贾常侍之文,如高冠华簪,曳裾鸣玉,立于廊庙,非法不言,可以望为羽仪,资以

‘道’义。

d. 韩吏部之文,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衝飙激浪,瀚流不滞,然而施诸灌溉,或

爽於用。

我們看凡在這四個‘道’字中, b的‘道’似乎较接近於韩愈所谓的’道’, 但仔细看

這‘道’显然又不專属於儒家古聖贤之‘道’, 而是偏於为文所需的修养的意思。而除

此之外的‘道’字或指‘方法’, 或指‘记述’等, 均與儒家古聖贤之道毫無關係。由而

可见, 這整篇文章所述的‘为文之要’明显地偏重於‘文’而论, 至於偶尔所提及的

‘道’也不是‘儒道’, 所论唐朝十家之文也从偏於‘文’的角度出发评论各家文章的成

27) 见《韩昌黎文集校注》页98 <答李翊书>。

28) 见《韩昌黎文集校注》页328 <送穷文>。

29) 见《韩昌黎文集校注》页229。

30) 见《皇甫持正集》卷1 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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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此外, 他的〈答李生书〉第一、二、三31), 三篇是具有較爲系統且一贯性的

文论, 不過他這三篇文章裏连一個‘道’字都没有提到。而从他的“以非常之‘文’, 

通至正之‘理’”32)看, 他显然已以‘理’来代替了‘道’, 这显然开启了宋代古文家文论

之先。不过他虽然提出来了这一‘理’字33), 但他三篇所论並没有发挥这‘理’方面

的文论, 而他的文论主要还是偏在文之‘奇’上面发挥。

除以上四篇文章之外, 我们可窥见他论文见解的还有<韩文公庙碑>34)與<韩

文公墓志铭>35)两篇, 虽然這两篇並非专篇以论文为目的的, 但从他对论文的评

语中却透露了些对文的重要觀點。他虽在<韩文公墓志铭>中写“先生七岁好学, 

言出成文。及冠, 恣为书, 以传聖人之道。”點出了韩文在‘传道’上的贡献, 但除

了这麽一點之外, 两篇论文时主要還是从‘文’的角度褒扬韩愈古文的成就, 表现

了他偏於‘文’的文論主张。

2) 尚‘奇’

前面已说过皇甫湜的尚‘奇’主张是尚‘文’论的一種表现。而這尚‘奇’主张是

从韩文在這方面文论的进一步的发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湜與李翱同

出韩愈：翱得愈之醇, 而湜得愈之奇崛”36)。《文史通义》也说：“湜與李翱俱稱

韩门高弟……翱得其正, 湜得其奇。”37)‘二书同样點出了皇甫湜文之‘奇’與韩文

的师承關係。韩文虽大部分平易可诵, 但不可否认確有不少怪奇的字句和题材。

怪奇也是韩文的主要的特徵38), 但韩愈还没有以全心全力写怪奇的文章與文

论39)。而到了皇甫湜则毫無含蓄地提出尚’怪、奇’的文论主张。我们看他在<答

31) 见《皇甫持正集》卷4 页318。

32) 見《皇甫持正集》<答李生>第二书 卷4 页6

33) <答李生>第一、二、三书中共用了五次‘理’字。

34) 见《皇甫持正集》卷6 页1。

35) 见《皇甫持正集》卷6 页6。

36) 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50。

37) 见《文史通义》华世版 页261。

38) 见《韩愈研究》页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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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生>第一书中有关尚‘奇’的方面的主张：

e．夫意新则異於常, 異於常则怪矣；词高则出於众, 出於众则奇矣。虎豹

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鸾凤之音不得不锵於乌鹊，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

石，非有意於先之也,迺自然也。40)

若把引文e所说的简单整理一下, 则如下：

意新—異於常—怪 ↘

乃自然

词高—出於众—奇 ↗     

他把“異於常”、“出於众”的“怪”和“奇”都看成是出於“自然”的“意新”、“词

高”的結果。 另外, 皇甫湜的‘怪’與‘奇’似乎也各有各的指向41)：‘怪’即主要就‘意’

而言；‘奇’则主要就‘词’而言, 各有所指。

他在<答李生>第二书中又说：

f．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無伤於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如常

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無伤於正而出於常,虽尚之亦可也。此统论奇之體耳,

未以文言之,失也。 夫文者非他,言之华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务奇，然

亦無伤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难也。生意便其易者乎?夫言亦可以通

理矣,而以文为贵者,非他,文则远,無文即不远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

以不朽也。42)

以上, 他就撇开e‘意’之‘怪’而专就偏於‘文’的‘奇’而论。我们若归纳f所论的

39) 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版 页160。

40) 见《皇甫持正集》 卷4 页5。

41) 當然, 古人寫文章,多用對仗用法, 以期互文見義的效果, 但筆子認爲, 皇甫湜這“意”’與“怪”和

“词”與“奇”的連繫, 還是比較的自然的。

42) 见《皇甫持正集》卷4 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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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则可以得到以下四點：

第一, ‘奇’若非正而無伤於正 ↘

無伤於正, 而出於常→尚之可。

非常而出常 ↗        

第二, ‘文’即‘言之华’者, 其用在通理。

第三, 文’之“所以不朽”在“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

第四, ‘文’之所以贵者, 就是因爲, ‘文’则能‘远’, 無文即不远也。

所以他最後的結論就是要“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 並認爲如此則可以“不

朽”。

综合以上四點看, 皇甫湜认为可尚的‘奇’很明显是指“言之华者”亦卽‘文’而

言。

他在<答李生>第三书中还说道：

g．生云奇與易,作者何别,在所为耳。请考之於实；生为易矣,试为作难者,视

何如相如、扬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为也43)。

引文g所论的内容, 不外可归纳为以下两點：

第一, 从他‘奇與易’和‘难與易’的对比看, 他所谓的‘奇’也非他, 也就是‘难’。

第二, 文之‘奇與易’不在於作者之为與不为, 而在於能與不能。

以上的引文e、f、g是分别摘自〈答李生书〉第一、二、三, 是较具系统性

的文论, 从以上引文看, 皇甫湜的‘怪’、‘奇’论实际上是偏於‘文’方面的‘奇’的理论, 

亦即就‘词’之高而论。而他全力发挥的‘奇’论中的‘奇’, 实际指的是词之‘华’和‘难’, 

故他的尚‘奇’论也就是尚‘华’和尚‘难’论。44)

43) 见《皇甫持正集》卷4 页6。

44) 以上論皇甫湜文論部分參見拙稿<論皇甫湜、孫樵的古文特色與晩唐古文之衰落>, ≪中國語

文學≫ 第46輯 , 頁17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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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二人主要文论的異同兼总结

我們通過以上的粗略讨论再看, 上面介紹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文

史通义》以及郭绍虞對二人的評價, 认为对皇甫湜评估大體上還是颇为中肯的, 

但对李翱的评價恐怕还是有不够精確的地方, 故还是有我们可商榷之处。

因李翱、皇甫湜當时身为韩、柳後的古文後起之秀, 故在他们文章裏, 自然

不乏重视‘道’的主張, 不过我們通过对二人有关文论發見, 無論是李翶還是皇甫

湜, 他们所谓的‘道’已多不是儒家古聖贤人之道, 也很少发挥这一方面的文论主

张, 故已不是韓愈所謂的‘道’, 而已與宋代古文家所謂的‘道’、‘理’非常接近。由

此可見實際上他們已開啓了宋代古文家普遍以‘理’代‘道’以及‘道’的含意變得寬汎

之傾向之先。

此总结前文所论如下：

一、从‘文道’观點看李、皇甫二人文论, 二人都與其说重视‘道’, 不如说都偏

向於‘文’, 尤以皇甫湜为明显。至於李翱的文论, 偶尔言及的‘道’也已不是限於儒

者之道了, 故前人所谓‘得愈之醇’、‘得其正’也不过是通过二人之比较, 相对而言

的。二人同样已多以‘义’、‘意’、‘理’等来替代了‘道’也是他们二人的共同點。

二、李翱的“创意造言, 皆不相师”, 不但是韩愈“师其意, 不师其辞”的从其

“师”到“创”上有大幅度的修正和发展, 而且二人所谓的“意”的含义也有很大的差

異。其差異在韩愈的主要指儒者古聖贤人之意；李翱则不仅以属於儒家者为

限。如此, 则儒家之道的意味趋於淡薄, 故他们的文论就相对偏於‘文’, 而作者之

‘意’的可‘创’的餘地就更增加了。

三、皇甫湜的‘怪奇’论, 也就是他尚‘文’主张的一種积極表现。而此‘怪奇’论

实际上是尚‘奇’论, 如此, 他的文论则更偏向於‘文’了。经过前文的分析看, 這‘奇’

原来是‘华’與‘难’, 故我们可以说尚‘奇’论原来就是尚‘华’、尚‘难’论了。

李翱论文虽與皇甫湜一样, 偏於‘文’而主张言语之创新, 但他还没有‘怪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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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這又是與皇甫不同之处。

此外, 郭绍虞所谓的“李翶论文, 强调文以明道與语言平易这方面。”, 笔者

想是有可商榷的餘地的。筆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理解郭先生此番話, 但我們不

能簡單接受這種評語, 應從細節上再觀察一番。笔者看, 在李翱的文论中確有‘明

道’这一方面的论调, 45)但还说不上‘强调’, 至於其“语言平易”, 是李翱古文的作

风, 在其文论中则找不到类似的主张, 因此笔者懷疑郭绍虞说李翱文论强调“语言

平易”可能是就其作风而言。

45) 李翱的文章裏面也不乏言及“道”的, 但如<復性書>等文章, 因其立脚點不在文章, 故所謂“道”

也不是“文”、“道”關係上的“道”, 所以我們也應當區別開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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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Li'ao(李翱)and Huangfushi(皇甫湜)’s Guwen(古文) theory

An, Chansoon

In China's Tang dynasty, predecessors recognized Li'ao（李翱） and Huangfushi

（皇甫湜）are inheritors of Hanyu（韩愈） paleography(古文) and evaluated that 

“Li'ao succeeded to the purity and Huangfushi was initiated into unique, too. 

On the other hand, Guoshaoyu（郭绍虞） was also succeeded to Hanyu's 

paleography by two following of disciples who are Li'ao and Huangfushi.

Moreover, the literature and creation of Huangfushi was focused on language's 

unique and Li'ao's literature was emphatic on the’ wenyimingdao（文以明道）’ or 

simple language（平易）, etc. 

However, after our examining conscientiously on Li'ao & Huangfushi's main 

opinions about their literature & theory, we find that two scholars are confident 

they was initiated in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Hanyu's archaic literature each 

other, but we know predecessors evaluated that two scholars made big 

contribution in comparative evaluation. In general, two scholars's literature and 

theory have something in common that they are overly weighted toward Wen(文)

than Tao（道）. As Guoshaoyu mentioned, the literature & theory of Li'ao have 

been recognized that he emphasized the ’ wenyimingdao（文以明道）’  or simple 

language（平易）, etc. but when I examine carefully, there is no such insistence 

or emphasis. Therefore, I guess Guoshaoyu misunderstand that the creation trend 

of Li'ao insisted on the literature & theory itself. 

Generally, two scholars are sure of different two trends of the literature, but 

they was surely interested in archaic writers' literature & theory in Sung dynasty 

rather than succeeded to Hanyu's literal arts opinions. 

Key words : LI’AO(李翶), HUANG FUSHI(皇甫湜), GUWEN(古文), Tao(道), Li(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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